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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竞争为何复兴? *

王正毅**

内容提要 地缘政治作为主权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

战略手段,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稳定与变革的晴雨表。当国家之间

采取相互合作的地缘政治战略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通常处于相

对稳定状态;而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战略时,表明国

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危机状态或出现变革的态势。基于国际政治

经济学折中主义的视角,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

在当代的表现形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以及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详细分析,可以发现,无休止地追求资本积累

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单一的世界经济和多重的国家体系是国家

之间进行地缘政治合作或地缘政治竞争的内在动力,而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固有的结构性危机及周期性变化(特别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和霸权周期),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地缘政治竞争复兴和

加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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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本文初稿是为参加2023年9月2日吉林大学举办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座谈会”准备的,

之后以
 

“地缘政治为何复兴”为题在华东政法大学(2023年11月11日)、上海交通大学(2023年11月12
日)和复旦大学(2023年11月13日)、以“地缘政治竞争下的国际关系”为题在武汉大学(2023年11月17
日)、以“地缘政治竞争下的国际经济合作”为题在东北师范大学(2023年11月25日)和中国政法大学(2023
年11月30日)先后做了六场讲座。本文是对相关发言和讲座内容的系统化和深化,在此对相关院校的邀请

以及师生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地缘政治 世界体系 经济全球化

美国霸权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那个曾经被誉为“流金岁月”的经济全

球化时代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地缘政治竞争的复兴、

国家安全的回归及各种反体系运动的兴起。其中,地缘政治竞争的复兴尤其

令人忧心忡忡。地缘政治竞争为何复兴? 似乎已经成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变

革时代难以回避的一个重大议题。

一、
 

地缘政治分析:构成要素与战略互动

在明晰地缘政治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地缘政治与政治地理学这两个专

业术语的关联性进行一个简要的知识谱系回顾。

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通常被定义为探讨人类政治活动与地理

空间之间关系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知识,而地缘政治(geopolitics)则是指国家

维护和拓展其生存空间的思想观念和战略行为,无论是政治地理学还是地缘

政治分析,其发展都经历过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

探讨人类政治活动与地理空间之间关系的思想观念古已有之,如古希腊

的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代中国军事家孙武的

《孙子兵法》都曾做过论述,但这些论述或停留在抽象思辨中,或停留在某些经

验的描述中。而真正探讨人类政治活动和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并将其系统化

和理论化始于19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于1897年出版的

《政治地理学》,在其中他提出著名的国家有机体理论。之后经过英国地理学

家麦金德、美国历史学家马汉等人的努力,关于人类政治活动和地理空间的相

互关系逐渐被系统化和理论化,并冠之以“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

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发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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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正毅:《现代政治地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王恩涌、王正毅等:《政治

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318页;刘云刚等:《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术谱系》,《地理

学报》2018年第12期;Colin
 

Flint
 

and
 

Peter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System,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Seventh
 

edition,
 

Routledge,2018,
 

pp.2-6,
 

49-90.



然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先是在德国,以卡尔·豪斯霍费尔

(Karl
 

Haushofer)为首的一批对策研究者借用瑞典人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制造的词语“地缘政治”(Geopolitik),掀起了一股为德国侵略扩张寻

找理论依据的思潮,鼓吹“地理环境决定论”。这股逆流使人们一谈到政治活

动和地理空间的关系就心有余悸,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误将“政治地

理学”和豪斯霍费尔所用的“地缘政治”混为一谈,
 

都不愿把政治地理学作为一

门学问来研究,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①

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地理学逐渐摆脱了豪斯霍费尔式的“地缘

政治”笼罩的阴影,首先在欧美学术界得到快速发展,并将其冠名为“新政治地

理学”。② 同时,伴随着冷战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主要以研究国家维护和拓展

生存空间为特征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作为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再次兴起,并被赋予全新的含义来阐释国家之间关系、国家体系的权力结

构和权力分布。③

当我们将地缘政治看作是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的行为进行分析时,

一般涉及三个最为基本的组成要素,即国家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国家的社

会特征及国家的疆界。

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是国家的自然特征,这是进行地缘政治分析时首先

需要关注的因素。地理位置一般有两种表示方式:一是绝对位置,包括数理位

置(主要气候区、经纬度等因素表示的位置)和自然位置(主要是用自然环境表

示一个国家的存在,如临近海洋的被称为海洋国家,而远离海洋的通常称为内

陆国)。与国家的自然地理位置相对应的是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的位置赋予国

家不同的自然资源,这是国家进行财富积累的重要条件;二是相对位置,又称

战略位置,通常是以其他政治区域作为参照系的位置,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

欧洲列强所称的“近东”“中东”和“远东”,冷战时期所说的“西欧”和“东欧”,这

是欧洲国家和美、苏的地缘政治战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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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
53—89页;Colin

 

Flint
 

and
 

Peter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System,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pp.49-90.
〔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08—126页。
王正毅:《现代政治地理学》,第21—26页;〔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

149—164页。



国家的社会特征主要包括人口状况、经济形态、组织状况和意识形态,这

是进行地缘政治分析的关键要素。如果说国家的自然特征为国家的政治力量

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政治力量的实际产生及强弱与否则主要取决于

国家的社会特征。人口状况主要是指人口数量、人口质量(诸如所受教育的程

度及劳动熟练程度)、人口构成(诸如种族和民族);经济形态主要是指一个国

家的农产品、畜产品、鱼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工业燃料的空间分布状态;组织

状况主要是指立法系统、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以及政党、行业联盟、阶级联

盟,等等;意识形态和宗教虽然不是国家强弱的决定性力量,但在某些特定历

史条件下会成为国内政治稳定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直接原因。

疆界则是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进行政治活动的空间界线。地理界线通

常有两种表现形式,即有形的界线和无形的界线。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

言,有形的地理界线主要是指该国的领土(领陆、领海和领空),在这个有形的

界线内,国家实施其合法的主权,对其人口和资源进行管理;而无形的地理界

线则是指国家的力量所影响的范围,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势力范围就是地缘政

治分析的典型表现。

将地缘政治看作是国家维护和拓展其生存空间行为进行分析时,不但要

关注以上构成地缘政治力量的三个基本组成要素,还要关注国家之间如何通

过相互合作或相互竞争而改变这些组成要素的变化,这就涉及到国际体系的

权力结构或权力分布。

任何国家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为了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国家之间有时相

互合作,有时相互竞争甚至不惜冲突或战争,古代城邦之间如此,王国之间、帝

国之间也是如此,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的现代国家之间还是

如此。① 正是在相互合作或相互竞争中,国家的生存空间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种变化有的是有形的(诸如主权边界),这关乎国家生存空间的维护;有的是

无形的(诸如势力范围),这涉及到国家生存空间的扩展。

在国际体系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通常都将地缘政治作为一种战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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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对历史上治理方式的考察和分析,在国际学术界富有影响的成果当推S.E.Finer,
 

The
 

Histo-
ry

 

of
 

Government
 

From
 

Earliest
 

Times(I):
 

Ancient
 

Monarchies
 

and
 

Empi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S.E.Finer,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Earliest
 

Times
 

(II):
 

The
 

Intermediate
 

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S.E.Finer,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III):
 

Empires,
 

Monarchies
 

and
 

the
 

Mod-
ern

 

Stat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段,以维护和拓展国家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在国际秩序的失衡和变革时期,由

此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人们所熟悉的四种地缘政治战略。第一种是霸权国家

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而实施的地缘政治战略,最为典型的是冷战结束后美国

推出的全球战略,①以及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rebal-

ance
 

to
 

Asia);第二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实施的“势力均衡”战略,最为典

型的是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均势形成的欧洲政治地图(西欧和东欧)和东南

亚政治地图(东盟五国和印支四国)。第三种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实力相当的国

家通过“大国协调”形成的势力范围,最为典型的是美国、英国和苏联1945年

构建的雅尔塔体系。第四种则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联盟,既包括大国之间的联

盟,诸如“五眼联盟”;也包括大国和小国的联盟,诸如欧洲联盟、美国与菲律宾

等的军事联盟;还包括小国和弱国之间的政治联盟,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阿

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南锥体。

简而言之,地缘政治是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战略手段,是国际

体系权力结构稳定与变革的晴雨表。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合作(安全领域或

经济领域)的地缘政治战略时,表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而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竞争(安全领域或经济领域)的地缘政治战略时,表明

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或出现变革的态势。

二、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及其在当代的表现形态

我们今天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是起源于1500年的欧洲并在之后

不断向全球扩展的体系,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取代英国霸权而赋予

其某些特征的体系。② 为了更好地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缘政治竞

争愈演愈烈的态势,在这里有必要先讨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哪些基本特征? 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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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本文所说的“世界体系”专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关于世界体系、国际

体系和国际社会三个概念的区别,可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4
期;张小明:《全球化与国际社会》,载于王正毅主编:《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23年版,第76—92页。



在美国的主导下出现了哪些时代特征?

(一)
 

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资本积累和地缘政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首先是一个历史体系,这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

础的欧洲区域体系的形成主要始于16世纪的欧洲。随着欧洲列强的殖民扩

张(这种扩张的特征是领土扩展与经济掠夺并存),欧洲之外的许多国家和地

区,诸如美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逐渐被纳入到这个最早起源于欧洲的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到19世纪末,这个起源于欧洲的区域性体系不断扩

展,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世界体系。与16世纪以前的区域体系相比,这

一体系的特征是:在经济上形成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单一世界经济;在政治上

是多个国家构成的国家体系;在文化上则是多元文化并存。①

无休止地追求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从

建立起来以后便围绕着两个二分法运行,一是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二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即核心区和边缘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

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核心区和边缘区

之间。

“资本积累”
 

和“不等价交换”首先体现在阶级的分化中。资本和劳动的关

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核心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每个人加入到资

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生产过程之中,并成为剩余价值的贡献者和获得者。国家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就是通过创造合法的机制,使得剩余价值

的分配两极化:一方是通过不断的资本积累而最终成为剩余价值的剥夺者(资

产阶级),而另一方是通过工资劳动不断出卖劳动力而最终成为剩余价值的被

剥夺者(无产阶级)。正是这种阶级分化以及相应的不等价交换的出现,才使

得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并最终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以运行和延续。② 随着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拓展,阶级分化不但体现在单个国家的国内,同时

也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体系之中。

“资本积累”和“不等价交换”也体现在世界体系的结构之中。劳动分工是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础,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体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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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5页。
同上书,第156页。



据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了资本积累速度快的核心区

和资本积累速度慢的边缘区。与此相对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特

征的国家体系也存在着双重结构,即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

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拓展,在国家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

着一个双重过程:一个过程是核心区的国家“中心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

中不断地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市场中使其利润最大化,这些国

家也因此成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之间通过相互竞争,出现了霸权国家;另

一个过程是在边缘区发生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用不

太先进的技术以及富裕的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边缘国

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过程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核心区出现了强

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帝国主义的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核心

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的经济过程所导致的。

但核心区(核心国家)和边缘区(边缘国家)并非是固定的,在世界体系的

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被不断重新做出安排,如以前的核心地区可

能由于国家竞争力的下降而成为边缘地区,而以前的边缘区经过竞争而成为

核心地区,这主要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因此,劳动分工并不是如自由

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完全由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而是国家有选择的干预,这

就最终导致一部分人的资本积累速度快于另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资本积

累高于另一部分,一部分国家的资本积累高于另一些国家,随着世界经济向全

球的拓展,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不断加剧。

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一世界经济意味着相关国家只有参与劳动

的国际分工才能进行资本积累,而多个国家并存的国家体系则意味着国家为

了维护和拓展其生存空间,相互之间既要进行地缘政治合作,也要进行地缘政

治竞争,与一部分国家进行的地缘政治合作对于另外一部分国家而言必然意

味着地缘政治竞争。正是在无休止追求资本积累以及国家间相互合作或竞争

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得以延续至今。

(二)
 

世界体系的当代形态:美国霸权和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当代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家,并且在冷战时期开始通过地缘政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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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经济秩序,以此对抗和平衡苏联和其他采取中央计

划经济国家推行的反体系运动(反帝国主义和反霸权主义);二是20世纪90年

代冷战结束后,美国基于其全球地缘政治战略构想进行全球层面的制度设计

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地区层面的制度设计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

经合组织(APEC)、《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等,继续推动美国主导

的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在美国霸权及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出

四个基本趋向。①

第一,世界体系所涵盖的国家范围更为广泛,制度选择更为多样,呈现出

“混合主义”特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其范围继续扩展,

既有历史上形成的核心区国家和后来进入核心区的国家,诸如西班牙、葡萄

牙、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以及美国和日本;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西方

殖民体系而成为边缘区的发展中国家,诸如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南非、南亚的印

度、拉丁美洲的巴西;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及东盟四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和泰国);还有冷战后积极融入世界体系不断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

家,诸如原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中

国和实行“革新开放”的越南,世界体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体系。

各国的制度选择更为多样,呈现出“混合主义”特征。与先前相对单一的

“重商主义”(16—18世纪)或“自由主义”(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50—70年

代)占主导地位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大批国家加入之后,这些国家在制度选

择上明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既有英美式的“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和北欧

国家的“社会福利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也有日本的“发展型的资本主义体系”

和新加坡的“儒家资本主义”;还有德国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和中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断深入,呈现出“网络化”特征。在美

国及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财富增长极化、收入不

平等加剧,这是不争的事实。② 但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范围广泛,类型多样。

现有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有如下四类受益者:③第一类是组织良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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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司和利益集团,他们通过政治游说成为所在国家开放经济政策的受益者;

第二类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诸如巴西、印度、中国、俄罗斯,他们通过开放经

济政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第三类是全球性、地区性或跨国性的国

际组织,诸如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及东盟,他们通过制定规则成为经济全球化

的积极参与者。第四类则是那些跨国性的具有专业知识的营利和非赢利的组

织机构和专家,他们通过在全球市场中构建和推广某些专业性的规则和规范

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在这些全球化受益者的共同推动下,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这些经济

要素在不同层次行为体(个人、公司、国家、国际组织)之间流动,从而使得国家

之间的相互依存呈现出网络化状态,单个行为体很难像之前完全控制或主导

这些经济要素的流动,即使是霸权国家也只能是有选择地干预。

第三,跨国公司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交换和积累体系,但国家仍

是全球生产结构的主角。在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经济中,跨国公司作为一种

“自由企业制度”得到爆炸性的发展,世界体系论者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当支撑冷战世界秩序的美国霸权开始

出现危机时,跨国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交换和积累体

系,它不受任何国家权威的约束,而且有力量将国家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置

于它自己的一系列‘法律’约束之下,美国也不例外”。① 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

范围实施“垂直型”投资战略(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由同一个公

司来完成)和“水平型”投资战略(同一个公司在不同国家生产同一产品),将

国内生产的专业化和国际生产过程的地理扩散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全球价

值链和地区性生产网络。在全球价值链和地区性生产网络中,产业各个部

门之间的分工逐渐转变为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进而改变了各国在国

际生产体系的传统分工:跨国公司产业内部的贸易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各国

产业之间的贸易,跨国公司与其所拥有和控股的子公司进行技术转移内部

化消弱了东道国技术升级的能力,跨国公司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对国际资本

市场构成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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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由跨国公司主导和协调的全球生产链和地区生产网络,不管是核心

区国家还是边缘区国家,为了资本积累竞相加入其中,并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

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其中,有两种方式尤为突出:一种方式是将国家安全直接

植入跨国投资政策中,通过列出“敏感性工业”或“战略性工业”目录,监管或限

制跨国投资对所列产业的参与;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签署多边投资协定和双边

投资协定,来引导和塑造生产网络。①

第四,世界体系的时间转折点更不确定,这不但缘于“美国的世纪秩序是

否终结”的争论,②更主要缘于中国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历史

体系,它还能持续多久? 这一问题因中国的加入及中国经济的崛起而不断被

问及。自1978年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积极主动地融入这个“世界

体系”,
 

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而成为这个世界体系中的第二大经济体。就像

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崛起的日本被设想为美国霸权的替代者一样,对于中

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和身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有的认为中国是利益

攸关者,③也有的认为中国是美国霸权挑战者④和竞争者⑤,还有的认为中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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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重塑者或修正者。① 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共同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

是否或能否在2035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性国家? 另一个

问题是,如果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性国家,中国是否会改变或修正世界

体系持续多年的基本规则?

三、
 

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与地缘政治战略选择

美国霸权及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无休止

地追求资本积累这个本质特征。恰恰相反,围绕着资本积累,国家之间的竞争

进一步加剧,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更加突出。这些结构性危

机体现在世界体系的政治悖论、经济悖论、意识形态悖论以及文明悖论之中。②

为了应对和化解这些悖论,无论是核心区国家还是边缘区国家,纷纷选择地缘

政治合作战略或地缘政治竞争战略,以维持或拓展国家的生存空间。

首先是政治悖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其产生之日起,真正从这一体系

中受益的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对这一体系抱有抵制情绪,他们通过各种途径

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但这些反体系运动(诸如民族主义运动和种族主义

运动)通常会导致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这种抵制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而且

导致新的政治调和,每当这些新的政治调和倾向于抵制运动时,它虽然在短期

内削弱了掌权者的政治力量,但在长期内却加强了掌权者的资本积累能力。

所以,每一次政治调和最后都将反体系运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稳

定的框架内。

同样情况存在于国家之间,在单一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出于追

求资本积累的目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但并不是

所有国家都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真正从这一体系受益的国家毕竟是少数

(诸如霸权国家和核心区其他国家),而大多数国家(边缘区的国家)对这一体

系抱有抵触情绪,进而发起反体系运动。这些反体系运动(诸如反对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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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对帝国主义)迫使核心区国家和霸权国家不断进行政策调整,而地缘政治

合作成为这些国家进行政策调整时选择的一种重要战略手段。例如,美国于

1951年推出“马歇尔计划”,为之后与苏联形成势力均衡奠定了基础;1957年,

欧洲六国签订《罗马条约》,提出将欧洲建设成“欧洲人的欧洲”,开启了欧洲联

盟的进程,以此缓解欧洲相关国家对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担忧;1974年4月,

联合国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

和《行动纲领》,但最后由于边缘区国家为竞相吸引来自核心区国家的跨国公

司而不了了之;1997年,“七国集团”正式接纳俄罗斯为成员国成为“八国集

团”,以期消除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担心和对抗;200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

团”对冲了世界主要国家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反美情绪。

其次是经济悖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每个

公司的目标,这样通过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润。但如果每个公司都

如此,由于工人工资的相对下降,全球的市场需求就会下降,最终会给所有公

司的利润实现带来困难。这种经济悖论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断地扩张

和收缩。

为了解决这个经济悖论,公司纷纷选择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或跨国生产,

以寻找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效率优势),并通过交易内部化,对自

身的生产组织、战略及经营理念进行改变,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一个复杂的

全球生产链或地区生产网络。通过区位选择及交易内部化,跨国公司也逐渐

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体,这不但影响母国的就业和

社会福利进而影响母国的国内政治,而且对东道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国内政治

分化产生影响。全球生产链或地区生产网络使得几乎所有国家都陷入“两难

困境”:如果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推动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如果保证本国

经济不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就必须对跨国投资进行监管和限制。① 为了摆脱这

种两难困境,许多国家不得不做出地缘政治选择:或者将各自富裕的要素禀赋

(诸如资源和技术)武器化,以期应对不对称的相互依存,诸如美国对出口中国

芯片的限制,中国争锋相对做出的对出口镓和锗的限制;或者构建制度(全球/

地区)并将其武器化以便将他国排除在生产链之外,诸如日本推出“自由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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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构建的《印太战略

框架》应对中国的崛起。

再次是意识形态悖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悖论主要来源于

其所创造的国家和民族。国家是由国家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来定义的,并且受

制于这些国家;民族是由民族和国家结构的关系来定义的,而且受制于这些关

系。国家和民族的这种特征既被资本家也被其反对者用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悖论:资本积

累要求国家介入市场的建设以及重建之中,为达到这一点,国家就必须利用民

族主义加强其结构的凝聚力,这样,国家结构成为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调和力

量,同时,民族主义最后也成为资本积累的阻碍力量;反对者的抵制运动要求

在国家结构内获得权力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获得国家权力就必须助长民

族主义,然而,国家权力的获得及民族主义的增长反过来又削弱了抵制运动。

这种意识形态悖论尤其体现在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选择中:一方面,冷战结束

后,为维护和拓展其国家利益,美国默许制度不同的国家加入世界体系,特别

是与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进行地缘政治合作,诸如亚太经合组织;另一方面,

为了满足国内民族主义而强调“友邦外包”①和“新华盛顿共识”②,将意识形态

不同的中国假设为竞争者而进行地缘政治竞争。

最后是文明悖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现代化和西方

化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早产生于西欧,然后开始向全球扩展,这

样就产生了现代化和西方化这样一对矛盾。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解决这一

矛盾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换句话说就是,在世界众

多的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有能力从前现代进化到现代。按照这种逻辑,西方

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普遍文化,对于那些后发展国家来说,要想实现现代化,或

接受西方的文化(包括宗教),或接受西方的语言,或接受那些被认为基于普遍

科学规则的西方技术。但这些鼓吹普遍主义的人们在鼓吹西方化或“同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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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宣称其他文化的永久性存在以及文化差别的本质,承认文化的多样

性,并引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在单一世界经济中从事不同的工作,以此证明

世界体系中等级存在的合理性。这样,在关于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上,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就出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为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就

必须主张西方文化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但为了保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中的等级性,又主张文化的多样性。而边缘区国家则陷入了另外一种两难困

境:完全接受西方现代化担心丢失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拒绝接受西方现代化

则需面对西方强国文化的排挤和物质力量的胁迫。

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加剧的结构性危机,无论是处于核心区的国

家还是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都力图通过地缘政治合作或地缘政治竞争,促进

或阻碍经济要素在世界市场中的自由流动,在核心区(核心国家)和边缘区(边

缘国家)的相互转换中加快本国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本国资本积累的程度,

以维持和拓展各自国家的生存空间。

四、
 

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与美国霸权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历史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结构

性特征,而且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也会导致国家之

间进行地缘政治合作或地缘政治竞争。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体现为以下

两点:

首先,体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和收缩。垄断竞争和劳动分工是

世界经济出现周期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尽管无休止地追求资本积累是资本主

义的本性,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没有哪种垄断能够持久。从短期来看,一

些市场的参与者由于垄断而总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没有占中心地位

的政治结构诸如世界帝国及单一的文化系统来维持已有的劳动分工。因而,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没有哪种垄断能够持续不断,垄断总是在不断地发生

变化。垄断的变化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

过程,而是不断呈现出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的周期性变化,而劳动分工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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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能够有效地发挥其调节作用,当经济扩展时期,会出现更大的专业化以

此来对付更深度的相互依存,而在经济停滞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将

收缩。① 俄国的经济学家康德拉捷耶夫于20世纪20
 

年代根据生产、价格、资

金供给率先发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周期问题,认为世界经济平均每40—60

年就会出现扩张和衰退这样一个完整的周期。②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展主要基于新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技术的发明,这些

新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技术在开始阶段有广阔的市场,这就为产品的高价格提

供了保证,并为那些从事这些新的经济活动和新的生产技术公司提供了高额

利润的机会,比如,钢材生产和蒸汽机的新技术使得19世纪40—60年代掀起

了一个铁路建设的高潮。这些新的行业刺激了经济的其他方面,这样就出现

了经济的增长阶段,即A段。高额的利润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吸引大量新的公

司进入市场,但市场本身的规模是有限的,因为在特定的阶段人们的收入以及

财富是相对固定的。随着更多的新公司加入,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和供给过剩,

这样,新的产业不能再为经济提供刺激,经济就进入到衰退阶段,即B段。比

如,1870年以后,当英国的制造业耗尽了国内市场而且面临着来自德国和美国

的竞争时,钢铁制造和铁路建设的高潮就削退了。经济停滞为新一轮的经济

扩张奠定了基础,因为经济停滞对核心地区的资本家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这就

促使他们一方面通过兼并小的公司而重组经济,以此提高经济的集中性;另一

方面,促使核心地区的资本家为了维持或提高利润的边际效用而到边缘地区

寻求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其结果便是发现了新的剩余资源来支持下一个

经济周期中的A段。

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基础上,世界体系论者们经过研究发现,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还存在一个“特长周期”(150—300年),时间大致相当于两个或三个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如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Terence
 

K.
 

Hopkins)等人根据生

产、价格、资金供给、人口、土地利用发现,第一个“特长周期”发生在1450年到

16世纪早期,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第二个“特长周期”发生在1750年到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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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是工业化的初始时期;第三个“特长周期”发生在1897/1917到现在,

是我们正在经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① 乔瓦尼·阿里吉则根据世界规模

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资本扩张,提出了世界体系的四个不同“特长周期”,第

一个“特长周期”是热那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第二个“特长周期”是

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第三个“特长周期”

是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贯穿到20世纪初期;第四个“特长周期”是

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金融扩张阶段。②

其次,体现在国家体系中霸权的更替上。就像世界经济因不断出现垄断

而呈现周期性变化,国家体系在其运行过程中也因国家之间相互竞争主导权

而出现周期性变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霸权周期”。与之前具有单一政治结

构的帝国体系不同,资本主义最为根本的特点是追求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而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表现为多个国家并存,结果必然是国家之间、特别是

大国之间为争夺主导权或霸权相互竞争,通过国家这个政治机器为其在世界

市场上获得最大利润提供垄断政治条件,这就是霸权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政

治职能。然而,当霸权国家将自身的喜好强加于国家体系时,必然会遭到其他

国家的反对,如17世纪的荷兰曾遭到英国和法国的反对,19世纪的英国曾遭

到德国和美国的反对,而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遭到日本和欧共体的反对。因

此,霸权并不是一种永远的状态,国家体系也不总是处于霸权统治之下。但

是,就像经济活动中不断追求垄断一样,追求霸权地位一直是核心区国家的目

标。根据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世界体系论者们经过研究发现,③不但

霸权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很少,而且每个霸权国家都有一个兴衰历史,即霸权

上升阶段—霸权胜利阶段—霸权成熟阶段—霸权衰退阶段,而真正达到霸权

的时间却是非常短暂的。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

来共出现过三个霸权国家,其霸权时期和周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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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霸权周期

霸权 时期 周期

荷兰

1575—1590 上升阶段

1590—1620 霸权胜利

1620—1650 成熟时期

1650—1700 衰退阶段

英国

1798—1815 上升阶段

1815—1850 霸权胜利

1850—1873 成熟时期

1873—1897 衰退阶段

美国

1897—1913/1920 上升阶段

1913/1920—1945 霸权胜利

1945—1967 成熟时期

1967— 衰退阶段

  资料来源: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eds.,
 

World-System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118。

如果我们将经济上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特长周期”和政治层面国家体

系中的霸权周期结合在一起来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当代的表现形态(如

下图所示),可以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个特征是,从

1990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段,这就是人们所

熟悉的上升阶段,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扩展;伴随着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则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下

降阶段,也就是目前正在经历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另一个特征则是,美国从

1967年开始进入霸权周期的衰退阶段,虽然关于美国霸权周期终结的准确时

间还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是,美国护持其主导的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霸权行

为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停止,直到其霸权彻底

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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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与霸权/竞争

霸权 哈布斯堡 荷兰 英国 美国

A1
霸权上升

低工资商品短缺
1450 1575—1590 1798—1815 1897—1913/1920

B1
霸权胜利

供求平衡
1590—1620 1815—1850 1913/1920—1945

A2
霸权成熟

高工资商品的生产上升
1559 1620—1650 1850—1873 1945—1967

B2
霸权下降

高工资商品的市场短缺
1559—1575 1650—1672 1873—1897 1967—1990

IIa:

A3 1672—1700 1990—2008

B3 1700—1733/50 2008—2035?

A4 1733/50—1770

B4 1770—1798

  资料来源: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World-System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Sage
 

Publications,1982,
 

p.118,表中标有粗体和下画线的年份是笔

者所加,特此说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济上进入康德拉季耶夫

周期的B段(下降期),而政治上仍然处于美国霸权衰退阶段,处于这个体系的

所有国家,不管是核心区国家(包括霸权国家)和边缘区国家,还是正在迈向核

心区的半边缘国家,①都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合作战略或地缘政治竞争战略,维

护和拓展各自国家的生存空间,早日从世界经济的衰退中走出来。与以往的

地缘政治战略主要立足于军事要素维护国家的安全不同,由于经济全球化导

致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网络化,所以,这次复兴的地缘政治竞争则主要以经济

要素和制度为手段,通过将其武器化来维护和拓展各自国家的生存空间和发

展空间。美国为了继续维护其在世界经济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提出“新华盛

顿共识”,同时将中国设想为主导权或霸权的竞争者,不但在2018年发起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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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而且通过《印度—太平洋经济繁荣框架》(IPEF)和《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从投资和技术上围堵中国。2023年6月,欧盟以“战略自主”

和“去风险”为名发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①宣称在与美国联盟中保持战略自

主,在与中国的相互合作中“去风险”。而正在迈向核心区的中国则在2013年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合作,并先后于2015年颁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202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

应对正在变动中的世界秩序和国际互联网空间蓬勃兴起的数字经济,努力维

护国家的安全,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

结  语

地缘政治作为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战略手段,是国际体系权

力结构稳定与变革的晴雨表。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合作的地缘政治战略时,

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通常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竞争的

地缘政治战略时,表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或出现了变革的

态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地缘政治竞争的复兴,既与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固有的结构性危机加剧有关,也与世界经济周期性衰退对美国霸权的冲击

相关,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当代的表现形态(混合主义的制度选择、网络化

的要素流动、国家有选择的干预、主导权的更替),使得资源、技术和制度成为

相关国家进行地缘政治合作或地缘政治竞争战略选择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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